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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的海洋化学工作者通过 70 年来，特别是近 30 年来的化学海洋学研究，实现了我国与世界
先进水平进入同步发展的快车道，其显著的特点是：(1) 化学海洋学研究从元素地球化学分布系统转
向了以揭示深层次海洋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为核心的研究；(2) 化学海洋学研究实现了多领域、多视点
的综合交叉研究；(3) 更加关注了人为影响与自然变化共同作用下的海洋生态环境变化研究，对近海
和海岸带而言，更加注重从海陆统筹一体化角度探析化学物质的分布迁移特征。本文从生源要素的
海洋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微 /痕量元素与同位素的海洋化学研究、生物过程作用下的化学海洋学过程
等角度，重点总结归纳和分析了 30 年来我国海洋化学研究的重要进展和发展状况，以期对化学海洋
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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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我国，海洋化学是海洋科学的传统二级学科。
本文的化学海洋学系指海洋化学的基础研究部分，起
步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广泛发展于改革开放后的
20 世纪 80 年代，立足世界于 20 世纪末。就公开发表
的海洋化学论文来说，据初步统计，20 世纪 80 年代，
我国发表于国际期刊的论文数占我国海洋化学论文
总数的不到 2%，到 2019 年的如今，已达到近 40%，这
也说明，我国化学海洋学基础研究基本与世界先进水
平同步。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化学海洋学蓬勃发展，
20 世纪 50–70 年代对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的海
水元素地球化学分布特征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奠
定了我国海洋化学的学科发展和支撑海洋资源开发
利用的基础。自 20 世纪 80 年代始，我国改革开放和
全球变化重大国际计划的实施，使我国的化学海洋学
研究迅速与国际接轨，传统的化学海洋学元素地球化
学分布研究转入到揭示全球变化下的海洋生物地球
化学过程研究，从化学海洋学的多领域、多视角综合
交叉角度探悉海洋生态环境的变化过程。新中国成
立 70 年来，我国化学海洋学的发展，全球海洋学界同
仁有目共睹。
为了总结回顾我国化学海洋学 70 年来的研究进
展，特别是最近 30 年取得的重要成果，本文从生源要
素的海洋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微/痕量元素与同位素
的海洋化学研究、生物过程作用下的化学海洋学过
程等角度，总结归纳和分析了我国化学海洋学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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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进展，以期对进一步开展海洋化学研究提供
借鉴。
2　新中国成立后 40 年的化学海洋学
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开展了
大量的化学海洋学研究，这一阶段的化学海洋学被称
为“海水化学”，从这一名词可以明确感觉到其研究的
内容与范畴，即绝大部分研究海水中化学物质的分布
与迁移，聚焦于研究海水元素地球化学特征，以 1959
年的全国海洋普查、系列区域海洋调查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中外联合调查最具代表性，这些调查研
究基本查清了我国近海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海水
及邻近环境中常规化学物质的分布特征，是中国化学
海洋学基础性、奠基性的工作 [1]，为其后 30 年中国化
学海洋学位居国际先进行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化学海洋学研究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1）基于调查的海水常规化学物质分布迁移报道最为
集中；（2）海洋化学单学科研究特点明确，缺乏多学科
的综合研究，所以，对过程的解析鲜有报道；（3）获得
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近海化学海洋学新发现。
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研究结果包括提出并发现
夏季黄、东海溶解氧垂直分布最大值由冬季保持而来[2]、
南海次表层亚硝酸盐薄层及生物活性层的发现 [3]，以
及河口硅酸盐被水和氧化物吸附而转移机理[1] 等，这
些研究为后续 30 年来的化学海洋学发展奠定了很好
的基础。
3　我国近海生源要素的海洋生物地球
化学过程
探明生物过程作用下生源要素 C、N、P、Si、O、
S 等，在海水、颗粒物、沉积物和生物体间的分布、迁
移、转化和循环规律，对解析全球变化下的海洋关键
科学问题以及海洋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意义重大。
这些关键过程包括真光层内的海气交换以及生源要
素的循环，颗粒物的生产、分解和垂直迁移，以及沉
积物–海水界面生源要素的迁移、转化和贮存等。近
30 年来，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获得了巨大进步。
3.1    中国近海的碳循环的关键过程
海洋碳循环决定了全球气候的变化以及全球生
态环境变化的走向，我国在近海碳源汇与控制过程、
近海碳的不同存在形式与功能以及碳的沉积埋藏方
面的系统研究，使中国在海洋碳循环关键过程研究上
处于国际前列。
3.1.1    近海碳源汇过程
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既有受人类活动影响显
著的陆架边缘海，也有开阔的深海区域，其碳收支过
程复杂。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气界面呈现为大
气二氧化碳的表观弱源，其中渤海、黄海、东海是较
强的汇，南海为较强的源，人类活动、表层水温、生物
固碳活动以及海水的混合控制着海气界面碳源汇的
性质与强度变化。
不同季节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海气 CO2 通量
如表 1 所示。整体来看，渤海、黄海、东海为大气
CO2 的汇，而南海总体上全年均为大气 CO2 的源。从
年际通量上看，渤海和南海为大气 CO2 的源，黄海和
东海为大气 CO2 的汇 [4]。影响各海区海气 CO2 通量
的因素不同：与其他中国边缘海相比，渤海海气界面
CO2 通量的季节性和区域性差异更显著；对于南黄
海，远岸海域温度是主要控制因素，近岸海域非温度
因素如垂直混合、长江径流和生物活动等是主要控
制因素；东海海气界面 CO2 通量受长江径流、近海富
营养化、太平洋黑潮及东亚季风的影响剧烈，呈现出
显著的区域和季节变化；对于长江口海区，盐度和浮
游植物的光合作用是影响海气碳通量的主要因素，三
峡大坝建成后东海陆架 CO2 汇的中心向西南移动，可
能是由于三峡大坝改变了长江径流量、营养盐输入、
浮游植物生产、沉积物输入等造成的；南海浅深海区
域均具碳源特征，海气 CO2 通量的区域差异显著 [5]，
但仅珠江口海区是大气 CO2 的弱汇[4–8]。
就向大气净释放 CO2 的表观通量而言，渤海、黄
海、东海、南海共约为 6.01～9.33 Tg /a（以 C 计），总
体表现为大气 CO2 的弱源。但如综合考虑所有的外
部输入和输出，由于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是
DIC 的巨大汇区，接收大量的 DIC，DIC 通过浮游植
物固碳以溶解有机碳和颗粒有机碳的形式可输送到
表 1      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气 CO2 通量
Tab. 1    Sea-air CO2 fluxes in China coastal seas
渤海 黄海 东海 南海
春季 –3.40 –9.20 –59.28±9.60 21.60±56.40
夏季 — –5.80 – 44.04±13.08 11.40±12.36
秋季 51.10 8.00 18.00±100.44 35.40±12.60
冬季 –16.90 –26.20 –80.16±83.16 16.80±21.36
年际通量 0.22±0.85 –1.15±1.95 – 6.92～–23.30 13.86～33.60
　　注：以碳计，季节通量单位为kg/(m2·d)，年际通量单位为Tg/a；“–”表
示吸收CO2。数据根据Jiao等[4]汇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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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海和形成沉积物。所以，渤海、黄海、东海、南海
总体来说是一个碳汇区。
3.1.2    海水碳的形式/形态及其控制因素
由于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区域差异巨大，海水
中溶存的溶解无机碳（DIC）、溶解有机碳（DOC）、颗
粒有机碳（POC）和颗粒无机碳（PIC）的空间分布存在
着巨大差异。
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不同形式/形态碳的浓度
如表 2 所示。总体来说，底层海水的 DIC 浓度高于表
层。在海水表层，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将 CO2 转化为
有机碳，使得 CO2 的溶解平衡向气体方向移动，造成
DIC 浓度的降低以及 DIC 体系各分量的变化。海水
中 DIC 及其组成的时空分布变化除了受到生物、化
学因素的影响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水文条件。
不同水团和流系对水体 DIC 浓度的影响显著，沿岸流
（如黄海沿岸流和浙闽沿岸流）影响下的近岸海域往
往具有较高的 DIC 浓度，而黑潮等影响下的陆架外
海 DIC 浓度则相对较低。DOC 和 POC 的浓度则呈现
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各海区含量从大到小依次为：渤
海、黄海、东海、南海，这与近岸陆源物质的输入关
系密切。例如，输入渤海的 16 条河流 DOC 平均浓度
为 8.66 mg/L，河流输入渤海的 DOC 和 POC 通量总和
高达 2.14×105 t/a，这是渤海有机碳高于其他海域的主
要原因[6]。黄海、东海的有机碳浓度呈现出明显的季
节变化，总有机碳（TOC）各季节的浓度从大到小依次
为：秋季，夏季，春季，冬季，而 POC 浓度则是春季，夏
季，冬季，秋季。浮游植物初级生产是碳从溶解态实
现向颗粒态转化的关键，黄海、东海的生物固碳从大
到小依次呈现出：春季，夏季，秋季，冬季的季节变
化。此外，水文条件（海水层化、混合）也是影响
POC 分布的重要因素，混合明显的黄海 POC 垂直分
布较均匀，由于受再悬浮影响显著，长江口海域
POC 则呈现出表层低、底层高的特征。
 
3.1.3    碳的沉积与埋藏
沉积物既是水体碳的最终归宿，也是水体各种形
式/形态碳的重要供体，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接收
了大量的陆地碳，陆源物质输入、水文动力条件、海
洋初级生产以及沉积物堆积速率是决定沉积物碳埋
藏通量的关键因素。
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沉积物中有机碳的埋藏
速率与通量如表 3 所示。渤海湾沉积物有机碳的含
量（以干重的质量分数计）为 0.03%～1.02%，其中中
部泥质区明显高于周围砂质区，细颗粒沉积物对有机
碳有富集作用[7]。碳氮比值及其稳定同位素、生物标
志物等参数表明渤海湾表层沉积物中以海源有机碳
为主，而陆源有机质主要集中在河口近岸区。受渤海
环流、潮余流和半日分潮的影响，渤海湾有机质的沉
积情况复杂，降解程度不一。黄海、东海表层沉积物
中 总 有 机 碳 的 含 量 分 别 为 0 . 0 8 % ～ 1 . 0 7 % 和
0.10%～1.30%，其空间分布受到沉积物特性与水动力
条件的共同控制，即总有机碳含量高值多出现于黄海
中部、长江口、闽浙沿岸的细颗粒泥质区内，砂质区
表 2    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水中的 DIC、DOC 以及 POC
Tab. 2    DIC、DOC and POC in China coastal seas
碳 水层 渤海 黄海 东海 南海
DIC/μmol·kg–1 表层 2 100～2 250 1 859～2 092 1 832～2 023 1 740～2 050
底层 2 168～2 784 1 979～2 185 2 000～2 100 2 330～2 370
DOC/mg·L–1 表层 1.36～4.02 1.04～3.52 0.54～1.88 0.66～1.02
底层 1.04～3.89 0.96～3.38 0.55～1.61 0.46～0.54
POC/mg·L–1 表层 0.22～0.96 0.06～2.19 0.01～0.36 0.02～0.05
底层 0.21～1.57 0.08～9.19 0.01～2.49 ～0.01
　　注：数据根据Jiao等[4]汇总整理。
表 3      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沉积物中的有机碳埋藏
Tab. 3    Organic carbon burial in the sediments of marginal sea
of China continental shelf
碳埋藏参数 渤海 黄海 东海 南海北部陆架区
埋藏速率
/g·(m2·a)–1(以C计)
15.3 12.5 14.7 14.1
埋藏通量
/Tg·a–1(以C计) 2.00 4.75 7.40 4.80
海源有机碳比例/% 64 64 74 —
　　注：数据根据Jiao等[4]、Song等[6]和宋金明等[7]汇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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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机碳含量相对较低 [5]。沉积速率是决定碳埋藏
通量的关键因素，黄海与东海的平均碳沉积速率相
当，分别为 12.5 g /(m2·a)(以 C 计) 和 14.7 g /(m2·a)(以
C 计),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4 g /(m2·a) (以 C 计))[6]。
受珠江冲淡水的影响，南海北部陆架区有机碳沉积速
率远高于南海海盆区，如果考虑南海水深 100～1 000 m
海区和海盆区深海 POC 的沉积通量，南海的有机碳
埋藏通量约为7.49 Tg/a(以 C 计) [4]。
黄海和东海沉积物中埋藏的海源有机碳分别可
占其各自浮游植物初级生产力的 5.0% 和 5.4%，随着
人为排放增加导致的浮游植物初级生产力的提升，海
源有机碳的埋藏通量还在不断增加[6]。
3.2    营养盐的来源、分布、迁移转化与生态学功能
氮、磷、硅等营养物质作为海洋生物食物链最基
础的组成部分，在整个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意义重
大。我国近年来在近海海水及沉积物中营养盐的组
成、分布、来源、季节和年际变化、不同形态的迁移
转化及其对生态系统影响等研究方面取得了系统的
认识。
3.2.1    渤海、黄海、东海海水中的营养盐
渤海海水中氮、磷的浓度分布受河流、排污口和
非点源等陆源输入的影响显著，总体表现为近岸高、
中心低的特征，并且呈现出显著的季节变化。渤海海
水中有机氮占溶解氮的 59%，无机氮占 41%，而溶解
无机氮（DIN）中以硝酸盐为主（占比 82.9%）。溶解无
机磷（DIP）在春、冬季节浓度较高，夏季最低，但均表
现为底层高于表层 [7]。不同季节硅酸盐浓度的分布
基本类似，主要表现为渤海湾和莱州湾向中央海盆递
减的趋势，且表层和底层分布一致，海水中硅酸盐的
浓度与河流径流量和输沙量密切相关。近 40 年来，
渤海氮、磷营养盐浓度变化较大（图 1），黄河径流输
入在氮、磷营养浓度变化中起着重要作用。渤海
DIP 和 DIN 浓度的变化是导致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变
化的重要因素，渤海的浮游植物正在走向全面的潜在
磷限制[7]。
黄海营养盐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南黄海西南、长江
口东北海域，这一海域的营养盐主要来自于长江冲淡
水的横向输送，并受到高营养盐黑潮水体入侵的影
响。但在黄海冷水团存在期间，上层水体营养盐几乎
被浮游植物耗尽，而密跃层以下有机质的分解使营养
盐再生而逐步累积，因此冬季南黄海中央海盆的营养
盐浓度明显高于近岸海域。黄海冷水团真光层以下
水体中，硝酸盐、活性磷酸盐和活性硅酸盐之间及其
与溶解氧（DO）之间存在良好相关性，表明有机质分
解是黄海冷水团中营养盐的主要来源。黄海的新生
产力占初级生产力的 60% 以上，无机氮、磷酸盐和硅
酸盐在黄海的停留时间分别为 0.5 a、2.5 a 和 2～4 a，
显示了黄海生源要素较快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速率[7]。
东海海水中氮、磷、硅等营养元素的基本分布特
征是从表层到底层浓度逐渐增加，从西向东浓度逐渐
降低 [7]。春、夏季 DIN、磷酸盐和硅酸盐的高值区均
集中在 123°E 以西的长江口海域，此处形成营养盐锋
面，自此向外开始迅速递减 [8]。秋、冬季高值区南迁
至浙南沿岸海域，此时黄海沿岸流的南下入侵是影响
营养盐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总的来看，秋、冬季营
养盐的浓度高于春、夏季，且高值区（尤其是磷酸盐
和硅酸盐）的东扩现象更明显。此外，黑潮与东海的
水交换对东海营养盐的分布特征有重要影响。
我国近海海水中不同形态营养盐的浓度、分布、
结构特征、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得到了比较系统的
阐释。氮循环过程与碳循环有着强烈耦合关系，近年
来成为海洋生物地球化学研究的焦点，随着氮、氧同
位素指标（15N/14N 和18O/16O）的应用和发展 [9]，定量化
阐释氮的迁移转化过程已成当务之急。
3.2.2    渤海、黄海、东海沉积物中氮、磷、硅的形态
特征
海洋沉积物既是海水中氮、磷、硅等营养元素的
汇，又是源，对调节海水中营养物质的浓度起着重要
作用，而这其中氮、磷、硅的形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渤海表层沉积物中，总氮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渤
海湾、滦河口和秦皇岛邻近海域，低值区主要分布在
东部海域。沉积物中的氮以有机氮为主，而无机氮则
以固定态氮为主（85.7%），各形态氮均呈现出近岸
高、远岸低的特征，这一分布特点与水体氮的分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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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82–2018 年渤海溶解无机氮（DIN）浓度（实
心圆）和溶解无机磷（DIP）浓度（空心圆）的变化[7]
Fig. 1    Concentrations of DIN (solid circle) and DIP (hollow
circle) from 1982 to 2018 in Bohai Se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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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体现了陆源输入的影响 [7]。总磷和无机磷的分布
则以黄河口和莱州湾附近为高值区，无机磷是沉积物
中磷的主要存在形式，平均占比 81%，但是不同区域
无机磷比例差异较大。渤海湾所有表层沉积物中生
源硅含量低于 1%，高值区位于辽东湾口及渤海中央
海区，这与渤海浮游硅藻和叶绿素 a 浓度分布的规律
一致。从来源上看，渤海沉积物中生源硅以海源为
主，其中浮游藻类占 62.9%，陆源植硅体占 31.1%[7]。
黄海表层沉积物中各形态氮的含量及其在总氮
中所占的比例如表 4 所示。总氮在南黄海中部及海
州湾出现两个高值区，而在北黄海北部出现低值区，
总有机氮的分布与总氮类似，而总无机氮的高值区则
位于南黄海中部以及北黄海北部。无机磷是黄海表
层沉积物中磷的主要形态，占总磷的 81.1%～90.8%，
其中碎屑磷是主要的无机磷形态，而总磷在南黄海中
部及江苏近岸出现两个高值区。北黄海北部是典型
的砂质沉积区，不利于磷的富集 [7]。硅藻是春季黄海
浮游植物的主要组成成分，黄海沉积物中生源硅的分
布与上层水体硅藻生物量及初级生产力的分布相吻
合，在西部近岸及冷暖水系交汇的中部海域较高。
东海沉积物中生源硅呈现出近岸低、远岸略高的
分布形式，与表层水体叶绿素 a 的浓度显著正相关。
东海整体上属于生源硅的低值海区，其在柱状沉积物
中的垂直分布模式反映了水体浮游植物的历史变
化。物质来源和沉积物粒度是影响东海沉积物中
氮、磷、硅等生源要素含量和分布的主要因素，总磷
表现出强烈的细粒控制效应，总氮只富集在黏土中。
不同磷形态的研究显示，东海沉积物中可再循环磷的
比例为 14%～46%，其中长江口近岸水域及南部浙江
外海海域沉积磷的释放风险较高 [7]。长江口及邻近
海域柱状沉积物中氮、磷、硅等生源要素的形态组成
和垂直分布，对相关海域近百年来的沉积物环境演化
有较好的记录。
总体看来，我国近海沉积物中氮、磷、硅的含量
分布受陆源物质输入、表层海水初级生产力、沉积物
粒度特征、早期成岩过程等多重因素的控制，表现出
显著的区域差异。此外，我国陆架海域沉积物整体表
现为从海水中吸附氮、磷而向海水中释放硅，但定量
化的研究结果仍然较少。
3.2.3    营养盐的大气干/湿沉降及其生态效应
大气是全球物质循环的重要载体，也是海洋获取
外来物质（如营养盐和微量金属）的重要途径。从全
球尺度看，一些营养元素经大气输入海洋的通量通常
与河流的输入量相当。在近岸海域，大气沉降是陆源
物质输入海洋的重要途径，大气动力条件控制着大气
沉降的长距离输运。
表 5 汇总了我国近岸海域大气营养盐干、湿沉降
表 4    黄海表层沉积物不同形态氮含量及其在总氮中所占的比例
Tab. 4    Contents of various forms of nitrogen in surface sediments of the Yellow Sea and their proportion to the total nitrogen
氮 无机氮 有机氮 总氮
含量/mg·kg–1 155.2～340.6 (199.8±41.0) 289.3～889.5 (638.7±116.6) 582.2～1 059.5 (838.4±107.6)
比例 14.9%～50.3 %(24.4%±7.3%) 49.7%～85.1 %(75.6%±7.3%)
　　注：括号内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数据源于宋金明等[7]。
表 5    我国近海大气营养盐干湿沉降通量
Tab. 5    Dry and wet deposition fluxes of atmospheric nutrients in China coastal seas
区域 年份 类型
营养元素通量/mmol·(m–2·a–1)
NH4-N NO3-N DIP DON DOP DSi
胶州湾 2015–2016 干 29.4 29.9 0.099 15.4 0.165 8.48
湿 92.8 54.5 0.274 47.5 0.448 1.73
胶州湾 2009–2010 干 50.6 67.9 0.60 46.6 0.16 0.60
湿 28.3 18.8 0.07 2.65
黄海 2009–2010 干 26.6 35.0 0.24 40.5 0.49 0.32
湿 37.5 30.6 0.79 2.15
东海 2003–2004 干 6.90 12.4 0.18 0.30
湿 50.4 31.5 0.15 22.9 0.07 2.30
　　注：数据源于宋金明等[7]和Xing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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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量。从中可以看出，大气营养盐以湿沉降为主，如
2015–2016 年胶州湾干、湿沉降近似成 1∶3 的结
构。尽管胶州湾大气营养盐干沉降通量较 2 0 0 9 –
2010 年有所降低，但湿沉降通量显著上升，导致除
DIP 之外的其他营养盐干湿沉降总通量明显增大，这
与周边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密切相关[7, 10]。从整个黄
海看，2009–2010 干沉降对营养盐的贡献与湿沉降相
当。大气干沉降每年向黄海输入的 、 + 、
和 可占大气沉降与河流总输入量的 87%、
53%、3% 和 50%[6]。就黄海大气营养盐沉降总量而
言，夏季、秋季明显高于冬季、春季。大气沉降显著
影响近海海洋生态系统，大气总氮的沉降可以支持黄
海 0.3%～6.7% 的新生产力[7]，沙尘暴和强降雨等天气
事件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表层海水的初级生产
力，甚至可能诱发赤潮。
受气候因素和人为活动的影响，大气沉降在不同
时间尺度上（瞬时、季节和年际尺度）均呈现较强变
化，开展长期系统性的多点位观测是准确评估其沉降
通量的关键。在大气沉降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方
面，浮游植物对不同形态大气沉降营养物质的利用机
制以及大气沉降生源要素在海水中的生物地球化学
循环过程仍有待深入研究。
3.3    黑潮与东海的生源要素交换
黑潮与邻近东海之间存在活跃的物质与能量交
换，不同水团携带各种形态生源要素跨陆架输运，影
响黄海、东海碳和营养盐的收支，进而影响黄、东海
生态系统变化。
中国台湾东北部陆架边缘海域的冷涡 (上升
流) 是黑潮和东海陆架溶解态和颗粒态物质交换的一
个重要通道 ,黑潮次表层水在此处常年入侵东海陆
架。黑潮次表层水从台湾东北陆架坡折处沿底部向
北偏西方向入侵东海, 其中近岸分支可以入侵到浙江
近岸（图 2）。由于入侵东海陆架的黑潮水体，尤其是
上升进入东海陆架的黑潮次表层水和中层水 DOC 浓
度较低，而东海陆架水则具有较高的新生产力和 DOC
浓度，因此结果表现为东海陆架水向黑潮水体有 DOC
的净输出，净输出通量为 2. 431×1012 mol/a（以 C 计）[12]。
而 POC 和 DIC 也同样表现为东海陆架向黑潮水体的
净输出，输出通量分别为 1. 051×101 2  mol/a（以 C
计）和 2.173 3×1013 mol/a（以 C 计）[11]。
黑潮不同水层水体氮、磷、硅含量差异较大，且
存在季节变化，黑潮对东海生源要素（氮、磷、硅）分
布的影响存在季节差异。夏季时，黑潮主轴远离陆
架，黑潮表层水尚未入侵东海陆架区，但富含营养盐
的黑潮次表层水和中层水却大举入侵东海陆架，最远
处甚至能到达  50 m 等深线，这直接造成了东海陆架
区底层水的高营养盐浓度；秋季和冬季，受势力强劲
的东北季风的影响，黑潮主轴向西偏，低营养盐含量
的黑潮表层水向西可入侵至  100 m 等深线甚至以西
的位置；春季时，黑潮对东海陆架生源要素的影响介
于夏季和秋冬季之间，表层水入侵减弱，而次表层水
和中层水的入侵开始加强。黑潮输入东海的营养盐
的量显著高于河流、大气及海底沉积物等的输入
量。从黑潮不同水层对东海陆架生源要素（氮、磷、
硅）的输入通量来看，表层水最小，次表层水次之，中
层水最大。黑潮中层水输入东海陆架的营养盐占黑
潮总输入量的比例分别为：硝酸盐  55.8%、磷酸盐
54.5%、硅酸盐 70.9%。此外，黑潮还通过台湾东北部
向东海输送颗粒态营养盐，且秋季的输送量高于春
季，其特征与溶解态营养盐的输送有巨大差异。不同
季节黑潮各水层输入东海的不同形态生源要素的通
量汇总结果如表 6 所示。
总体而言，东海向黑潮外海输送碳，而黑潮向东
海输送营养盐。台湾东北部区域，黑潮输入东海的营
养盐在春季高于夏季、秋季，这为东海春季水华提供
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输入到东海的黑潮水其氮磷比
（N/P）在春、夏、秋季分别为  15.6、14.1 和 17.2，均与
Redfield 比值接近，远低于受人为影响严重的东海近
岸海域特别是长江口海域。黑潮这些相对富含磷酸
盐的“正常水”的输入，可使东海已失衡的营养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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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 Ba-盐度指标的春、夏季东海陆架底层黑
潮水所占比例[11]
Fig. 2    The proportion of Kuroshio water in the bottom shelf of
the East China Sea in spring and summer based on Ba-salinity
index[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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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合理的 N/P 转变。因此，黑潮水对东海的输入可以
缓和东海陆架区营养盐结构严重不平衡状况，在一定
程度上对东海生态环境起“稳定和缓和”的作用[10]。
3.4    沉积物/颗粒物中的生物标志物及其对生态环境
演变的示踪
在海洋沉积物 /颗粒物中，一些具有特定来源且
在环境中相对稳定的生物标志物，记录了生源要素迁
移转化的丰富信息，可用于指示沉积物 /颗粒物参与
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近年来，我国学者在利用有机
生物标志物指示物质输入、有机质降解、生态环境演
变以及古气候反演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研究进展。
3.4.1    有机质的来源与降解
有机碳在海洋沉积物中的埋藏是海洋碳循环的
重要组成部分，明确沉积物中有机质的来源，是准确
评估海洋碳汇能力的重要前提之一。生物标志物被
广泛应用于我国边缘海表层沉积物中有机质来源的
示踪。如菜子甾醇、甲藻甾醇和长链烯酮等常用来
指示浮游植物生产力和海洋源有机质（MOM），而长
链正构烷烃、脂肪酸、木质素和支链 GDGTs 等可用
来指示陆源有机质（TOM）。研究结果显示，渤海和
北黄海 MOM 的分布与浮游植物的分布一致，黄海暖
流影响区较高的生产力导致沉积物中 MOM 贡献高；
南黄海沉积物中的 MOM 含量在 50 m 等深线处的黄
海中部出现高值，向两侧均有减小趋势；东海沉积物
中 MOM 的高值出现闽浙沿岸外部上升流区，近岸和
河口处较低 [13]。TOM 的高值则出现在河口近岸区
域，如渤海黄河口、南黄海老黄河口、长江口和闽浙
沿岸。总的来看，我国边缘海表层沉积物中海源和陆
源有机质呈现明显不同的空间分布趋势，整体上受控
于海洋生产力、水动力条件和沉积环境等因素。整
个中国陆架边缘海（不包括南海）的海源和陆源有机
质的比例大约分别为 70% 和 30%[13]。
在颗粒有机物的垂向迁移过程中，有机质经历了
选择性的降解过程，氨基酸、糖、脂类物质容易被分
解，而一些惰性有机质则会在颗粒物上富集并沉降至
沉积物中。作为具有典型生物地球化学特征的标志
物，氨基糖和氨基酸的含量、分布及相关指标的变
化，可以有效指示有机质的来源、降解过程及成岩状
态。在东海表层沉积物中，氨基糖的含量为 0.48～
7.23 nmol/mg（干重），分别占有机碳、氮的（3.65±
1.66）% 和（4.49±1.98）%。其中，葡萄糖胺（Glucosam-
ine，GlcN）和半乳糖胺（Galactosamine，GalN）的含量最
为丰富，二者可占总氨基糖的 95%，而胞壁酸仅占
2%。GlcN/GalN 在夏、秋季节的所有站点均小于 2，
表明东海表层沉积物的氨基糖主要来源于细菌，海水
中含量丰富的几丁质对沉积物有机质的贡献较低[14]。
利用胞壁酸估算，细菌有机质占东海表层沉积物有机
碳约为 10%～40%，且秋季高于夏季，泥质区高于非
泥质区 [14]。通过对胶州湾表层沉积物中氨基酸的含
量、组成和分布特征的研究发现，湾内西部海源新鲜
有机质输入较多，而湾内东部较高的陆源有机质贡献
导致较高的有机质降解程度。胶州湾表层沉积物中
细菌源有机碳的贡献率为（29.35±18.73）%，其水平分
布上湾内西部高于湾内东部及湾外 [15]。
表 6    黑潮输入东海的生源要素通量
Tab. 6    The influxes of biogenic elements from the Kuroshio to the East China Sea
季节 黑潮水层
颗粒态生源要素通量/kmol·s–1 溶解态无机生源要素通量/kmol·s–1
POC PIN PON PIP POP DIC NO−3 PO
3−
4 SiO
2−
3
春季 表层水 2.43 0.033 0.386 0.017 0.015 1527.1 1.044 0.112 1.99
次表层水 1.29 0.032 0.122 0.010 0.010 1583.7 5.382 0.366 5.36
中层水 0.25 0.014 0.028 0.004 0.003 587.9 8.124 0.573 18.00
总计 3.96 0.078 0.536 0.031 0.028 3698.6 14.55 1.051 25.40
秋季 表层水 3.36 0.061 0.527 0.023 0.023 2023.0 0.20 0.029 0.60
次表层水 0.58 0.019 0.097 0.008 0.006 796.70 1.69 0.118 1.82
中层水 0.21 0.006 0.019 0.002 0.001 301.30 3.903 0.284 8.66
总计 4.15 0.086 0.643 0.033 0.030 3121.0 5.793 0.431 11.10
年均 4.06 0.082 0.590 0.032 0.029 3409.8 10.17 0.971 18.25
　　注：数据根据宋金明等[12]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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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海洋沉积的生态环境反演
UK37
T EXH86
生物标志物在利用沉积物反演古环境和气候变
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 C37 长链不饱和烯酮
不饱和度的 指标以及基于类异戊二烯（GDGTs）相
对分布的古海水温度指标 ，可用于反映表层海
水的温度、重建长时间尺度的古海洋温度；基于支链
GDGTs 的古环境指标 MBT/CBT，可以反映大气温度
和土壤 pH；梯烷类化合物可以重建厌氧氨氧化记录，
评价富营养化和缺氧状况；而甲藻甾醇、长链烯酮和
菜子甾醇等生物标志物可用于反映浮游植物群落结
构的变化。
UK37 T EX
H
86
在长江口附近海域的沉积物岩心中，梯烷的含量
在 11～300 ng/g (干重) 且主要来源于水体，这为近一
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大陆东部海域中存在厌氧氨氧化
过程提供了证据，并且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梯烷含
量的增加表明近几十年来厌氧氨氧化过程增强，而菜
子甾醇、甲藻甾醇、长链烯酮、泉古菌醇和甘油二烷
基甘油四醚（brGDGTs）等指标的同步变化反映出富
营养化和缺氧状况的加剧导致厌氧氨氧化细菌的增
长 [16]。根据南海北部沉积物岩心中过去 2.8 Ma 来海
表温度指标 和 指标的记录，表层和次表层海
水温度的历史变化均显示了与全球底栖有孔虫
δ18O 记录相似的冰期–间冰期振荡，并且在 2.8 Ma 到
0.5 Ma 之间存在显著的以 41 ka 为周期的变化；冰期
南海北部海水垂直温差较小，反映了较强的东亚夏季
风（East Asian Summer Monsoon, EASM）强度，而间冰
期海水垂直温差较大，表明 EASM 较弱，而 EASM 的
变化受到 ENSO 的调节 [17]。这些研究涉及的时间尺
度和所用的生物标志物指标各不相同，但主要被用来
反演物质输入和海水温度等。古环境变化的研究以
全球尺度的气候因素为主导，而近现代环境变化则着
重考虑人为活动的影响。
生物标志物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受相关指标对外
部环境因子变化敏感度及稳定性的制约。而单体放
射性碳同位素技术（Compound-Specific Radiocarbon
Analysis, CSRA）和生物标志物稳定氢同位素技术等
生物标志物同位素新技术的发展，将为更深入的研究
和揭示生源要素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及其与生态环
境的关系提供新渠道。
3.5    海洋生源活性气体及其生态环境效应
在全球生源要素的地球化学循环过程中，海洋微
量生源活性气体如甲烷（CH4）、氧化亚氮（N2O）、二
甲基硫（DMS）和挥发性卤代烃等（VHCs）等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这些痕量生源活性气体的来源、海气通
量、迁移转化机制及影响因素，是化学海洋学领域备
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对近海 DMS 相关的研究最为深入，研究发现表
层海水中的 DMS 主要来源于二甲巯基丙酸内盐
（DMSP）的酶促分解，而微生物消耗则是近岸海域
DMS 迁移转化的主要途径 [18]。浮游植物可以通过各
种途径产生 DMSP，因此 DMSP 被发现与海水中的叶
绿素 a 浓度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而最近的研究发现
许多海洋异养细菌也可以产生 DMSP，打破了之前
DMSP 仅由真核生物产生的观点 [19]。表层海水中的
DMS 处于高度饱和状态，海气之间的浓度梯度使
DMS 大量排放入大气，是大气生源硫化物的主要来
源。据估算，黄、东海每年可向大气释放 DMS 7.4×
10– 2～16.6×10– 2  Tg[18]；南海中央海盆区表层海水中
DMS 的平均浓度为（1.76±1.35）  nmol/L，海水向大气
输送的 DMS 通量为（4.36±3.94） nmol/(m2·d) [20]。中国
近海 DMS 的时空分布、海–气通量、迁移转化过程及
其控制因素非常复杂，DMS 在表层水体及海–气界面
（微表层）的迁移转化如图 3 所示[18]。
此外，中国近海其他活性气体的分布及排放通量
也有一些研究，发现中国近海是大气 CH4 和 N2O 的
净源，其中东海向大气释放 CH4 和 N2O 的通量可达
2.29×10 6～ 4.12×10 6  kmol/a 和 1.80×10 6～ 2.93×
106 kmol/a，长江、台湾暖流、黑潮和沉积物是东海水
体溶存 CH4 和 N2O 的重要来源，但最主要的来源仍
是水体原位产生 [18]。渤海和北黄海春季是 CHBr2Cl、
CHBr3、C2HCl3 和 C2Cl4 等卤代烃的源，海水向大气的排
放通量分别为 47.17 nmol/(m2·d)、56.63 nmol/(m2·d)、
162.56 nmol/(m2·d) 和 104.37 nmol/(m2·d)[21]，但这些数
据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尽管我国对海洋生源活性气体的研究取得了较
显著的进展，然而对近海生态系统变化以及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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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表层海水及海–气界面中 DMS 的源–汇过程[18]
Fig. 3    Sources and sinks processes of DMS in the sea micro-
layer and surface waters[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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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源活性气体释放的关系的认识尚不深入，系统研
究中国近海生源活性气体分布、来源、迁移转化过程
及影响因素对揭示这些关系至关重要。
3.6    海洋酸化与低氧
近年来，海洋酸化、低氧、富营养化等环境异常
现象频现，生态灾害频发，其发生原因与复杂的生源
要素聚集–释放过程密切相关。从全球尺度来讲，酸
化、低氧和变暖已经成为当今海洋面临三大问题，而
在人为活动影响剧烈的近海海洋，海洋酸化和缺氧现
象的表观特征和产生机制更加复杂。
3.6.1    海洋酸化
作为天然的二氧化碳储库，海洋吸收了人类排放
二氧化碳总量的约 40%，导致海洋变酸。工业革命以
来，表层海水的 pH 从 8.2 下降至 8.1，预计到 2100 年
海水 pH 还将下降 0.3～0.4。2003 年，“海洋酸化 ”
(Ocean Acidification) 这一术语第一次出现在《自然》
杂志中，海洋酸化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近十几
年来，国内研究人员从中国陆架边缘海入手，研究了
海洋酸化的历史、现状和产生机制，并着重探讨了海
洋酸化对海洋生物及生态系统的影响。
近年来已报道了我国近岸海域季节性的底层酸
化现象。2011 年 8 月份，在渤海西北部、北部近岸水
深 20～35 m 的带状区域内出现底层 DO 显著下降和
酸化的现象，海水 pH 为 7.64～ 7.68，比 6 月份低
0.16～0.20，在渤海西北部近岸海域，pH 降幅则高达
0.29，赤潮或者周边养殖业产生的生源颗粒在底层水
体矿化分解、季节性层化现象阻滞海气交换等因素
是造成夏季渤海西北部和北部近岸海域出现低氧和
酸化的原因 [22]。根据 2012 年和 2015 年的调查，夏、
秋季节黄海冷水团底层海水大面积出现文石型碳酸
钙饱和度（Ωarag）不足 1.5 的酸化海水，这主要是由于
黄海表层以下的冷水团持续积累群落呼吸产生的
CO2，预计到 21 世纪中叶，夏、秋季黄海将有 50% 的
海底面积会被酸化水体覆盖 [23]。海洋酸化使依赖于
化学环境稳定性的多种海洋生物乃至整个生态系统
面临威胁。碳酸钙饱和度的降低将会影响某些浮游
藻和大藻类钙的钙化，在两倍于现今大气 CO2 水平
下，海洋生物钙化总量将减少 20%～40%，其中珊瑚
礁生态系统受海洋酸化的影响最显著 [7]。研究表明
溶解铁的生物利用度可能由于海洋酸化而下降，硅藻
对铁的吸收随着 pH 值的降低而变慢，而海水持续酸
化可能会增加海洋某些地区浮游植物种群的铁胁迫，
这将会引起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的改变，进而导致生产
力的下降[24]。此外，预计本世纪末在 CO2 浓度升高的
情况下，海洋酸化使浮游植物中酚类化合物的产量增
加了 46%～212%，在酸化条件下以浮游植物细胞
为食的浮游动物群落中酚类化合物的含量升高约
28%～48%，有毒酚类化合物在初级和次级生产者中
不断积累可能对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洋渔业产生深远
的影响[25]。
在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的双重压力下，中国近海
日益凸显的酸化问题将成为影响中国近海生态系统
和海洋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在中国近海观测
到的酸化现象均与缺氧和富营养化耦合在一起，这是
因为富营养化导致的藻类暴发产生大量有机质，微生
物对有机物的消耗降低了水中的氧含量，产生了大量
二氧化碳进一步增加了水体酸度。然而总体上我国
各海区水体酸化状况、时空变异特征及调控机制的
研究仍十分有限，海洋酸化及生态效应的研究尚处于
起步阶段，仍需长期的系统观测和深入探究。
3.6.2    海洋低氧
海洋中的 DO 是海洋生态系统得以维持的关键
因子，受自然和人类活动的影响，海洋低氧现象日益
严重，威胁着海洋生态环境。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全球
海洋 DO 的总含量下降了近 2%，全球性的海洋低氧
问题已不容忽视。而在人为活动影响剧烈的近岸海
域，海水低氧及其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更是日益
凸显。
长江口外海域是我国最典型的低氧区，低氧事件
具有明显季节性，主要发生在夏季。自上世纪 50 年
代发现以来，长江口外海域低氧发生的频率和低氧面
积不断增加。长江口低氧区的历史记录如表 7 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近 50 多年来长江口低氧区的面积
有扩大的趋势。尽管海水氧含量最低值变化较大，但
表 7    长江口外海域低氧区最低氧含量和面积的变化
Tab. 7    Change of minimum oxygen content and anoxic areas off the Changjiang Estuary
调查时间 1959年8月 1988年8月 1998年8月 1999年8月 2003年9月 2006年8月 2015年9月
最低氧含量/mg·L–1 0.34 1.96 1.44 1.0 0.8 0.87 1.92
缺氧区面积/km2 1 600 <300 600 13 700 20 000 15 400 14 800
　　注：数据来自于宋金明等[7]和Chi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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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表明夏季底层 DO 的平均值从 5.9 mg/L
下降到了 2.7 mg/L[7]。研究认为，强温、盐跃层的存在
和有机质分解耗氧是形成低氧区的必要条件，而海底
地形对长江口外低氧区的形成起到关键性作用。
2015 年夏季，长江口外低氧区呈现出双核结构，北部
低氧中心主要由长江冲淡水造成的密度跃层引起，而
南部低氧中心则主要与大量有机质的分解有关 [26]。
此外，黑潮表层水的 DO 含量在 6.32～7.17 mg/L，次
表层水 DO 含量为 5.59～6.97 mg/L，富含溶解氧的黑
潮表层水和黑潮次表层水的入侵对长江口外海域的
低氧具有缓和作用，从而影响长江口外低氧区的位
置、范围和强度 [27]。除长江口外，珠江口外海域也观
测到低氧现象，同样发生在夏季，广州附近水域底层
溶解氧的含量会低至小于 1.0 mg/L，其中硝化作用耗
氧和底泥耗氧对低氧形成的贡献较大，这与人类活动
排放的污染物密切相关。
低氧的形成是复杂的物理、生物、化学过程共同
作用的结果，受温度、盐度、水体层化、浮游植物生
产力及有机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海洋低氧的
研究仍处在初级阶段，目前还缺乏连续系统的现场观
测，低氧形成的机制以及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尚不
清晰，解析低氧发生的海洋学机制，揭示导致低氧的
关键物理、地质、生物与化学过程，探明全球气候变
暖影响下海洋低氧的变化趋势及其对海洋生态系统
的影响是未来我国海洋化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
4　微/痕量元素及同位素的化学海洋学
过程
微/痕量元素及同位素在海洋生态系统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近 30 年来，我国在微 /痕量元素生物地球
化学循环、同位素海洋化学研究、海洋生态环境演变
进程的重建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研究，取得许多重要的
进展。
4.1    微/痕量元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海洋环境中的微/痕量元素在生机勃勃的水下世
界扮演着“四两拨千斤”的角色，微 /痕量元素的平衡
维持着海洋生态系统生物群落的繁衍，失衡则导致生
态系统的异常变动、生物群落的反常更替甚至某些
生物群落的灭绝或“暴发”，揭示海洋环境中的微 /痕
量元素的生态学作用与功能成为了全球变化研究的
重要课题。人为活动的加剧导致大量微/痕量元素注
入近海，近海环境微 /痕量元素的污染已成为海洋科
学技术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重要环境难题。
对渤海、长江口、东海、珠江口、南海等我国周
边海域海水中溶解态 Fe、溶解态 Pb、溶解态 Mn、溶
解态 Se 等的时空分布及地球化学行为的研究发现，
这些元素的含量变化大，地球化学行为复杂，主要受
到物理混合、生物活动等因素的影响 [28]。总体上，微
/痕量元素在大型河流影响下的陆架边缘海呈非保守
行为，表现出源汇空间格局快速切换、周转时间较短
等特点。痕量金属元素参与到海洋生命过程，其生物
可利用性很大程度上调控着海洋中主要生源要素的
循环。海水中的溶解态 Fe 大多与有机配体结合，溶
解有机质（DOM）对于海水中 Fe 的存在形态、浓度、
生物可利用性等有着重要的影响。Fe 溶解度从河口→
近岸水→大洋水逐渐降低，海水中铁的相态分布及溶
解度在很大程度上受 DOM 所调控，其中胶体、腐殖
质等均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4.2    同位素海洋化学研究
4.2.1    海洋同位素分析测定
基于 α 能谱、γ 能谱、α/β 计数、液体闪烁、气体
同位素比值质谱、加速器质谱等仪器设备，摸索、建
立了一系列海洋同位素的分析方法，包括：U、Th 分
离测定的新方法—离子交换单柱法，HCl 体系离子
交换分离210Pb，海洋沉积物中226Ra、210Pb 和 U、Th 同
位素联合分离与测定，231Pa 和 U、Th 同位素的联合分
离测定，天然海水中镭同位素的联合富集与测定，海
水中234Th、238U 的分离测定和单体分子同位素组成的
分析等。同位素分析测定方法体系的构建是推动我
国同位素海洋研究快速发展的基础。
4.2.2    海水运动及水团的同位素示踪
构成水分子的氢、氧同位素是研究海水运动及水
团组成的理想示踪剂。海洋水体氢、氧同位素组成
（δD、δ18O）提供了黑潮水入侵南海的证据，而黄河口
和长江口 δ18O 的明显差异则体现了海洋水汽在运移
过程受“大陆/纬度效应”对同位素分馏的影响。极地
海洋 δ18O 的分布可深刻揭示极地海洋淡水来源的变
化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在北冰洋的研究中，利
用 δ18O-S 示踪体系定量出西北冰洋海水中大西洋
水、太平洋水、海冰融化水和河水的份额，揭示了太
平洋入流的路径，证实加拿大海盆是北冰洋河水的主
要储存区，西北冰洋跃层水的形成源自太平洋水的输
入，北冰洋河流径流量的变化与北大西洋上层水体淡
化存在约 9 a 的时间间隔[29]。
镭同位素（223Ra、224Ra、226Ra 和228Ra）在氧化性海
水中主要以溶解态存在，成为海洋水体运移、水体混
合的理想示踪剂。将镭同位素（228Ra，226Ra）与18O 结
合，计算出淡水组分从白令陆架经楚科奇陆架到加拿
74 海洋学报    41 卷
 
大海盆的运移时间，彰显了亚北极–北极区域交换的
重要性[30]。在近岸和陆架海区的研究中，镭同位素可
用于海底地下水排泄（ submarine groundwater dis-
charge，SGD）、沉积物–水界面物质交换等方面的研
究。近十几年的研究表明，SGD 是近岸、珊瑚礁生态
系中不可忽视的营养物质及污染物输送途径，对近岸
海水酸化也有一定的影响。224Ra/228Th 体系也被用于
近岸沉积物–水界面物质交换的研究，证明沉积物–水
界面物质交换输入通量可媲美 SGD。
4.2.3    海洋碳循环的同位素指示
颗粒有机物碳同位素组成（δ13C）携带了有机物质
产生、迁移、转化等过程的信息，是揭示海洋颗粒有
机物来源及循环过程的有用手段之一。在河口和海
湾等近岸海域，悬浮颗粒有机物的 δ13C、δ15N 值往往
具有较大的变化，显示了陆源和海源贡献的共同影
响。在极地海域，颗粒有机物 δ13C 是评估极地海域生
物泵效率的可靠指标，这一点被 δ13C 与溶解二氧化碳
浓度、叶绿素浓度等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所证
实。此外，单体分子的同位素组成也为解释有机质的
来源、迁移和转化等提供了新的工具。
海洋中的部分颗粒活性放射性核素（如 2 3 4Th、
210Po、210Pb 等）由于具有强的颗粒活性及母子体间的
不平衡，在颗粒有机物输出和降解等方面得到了广泛
应用。234Th/238U 不平衡已成为真光层颗粒动力学研
究的重要方法之一，用于定量南海、东海、白令海、
厦门湾等众多海域颗粒物清除、迁出速率以及
POC 输出通量。基于234Th/238U 不平衡的结果证实了
夏季北极楚科奇陆架具有活跃的生物泵，加拿大海盆
也存在一定的颗粒清除迁出作用，冰筏输运是影响海
盆颗粒动力学的重要过程。近年来，210Po/210Pb 不平
衡的应用得到了更加广泛的重视。在西北冰洋，陆架
区具有210Po/210Pb 不平衡程度高、210Pb 停留时间短等
特征，表明陆架区具有活跃的生物过程和强烈的颗粒
清除迁出作用，陆架区的210Pb 多达 63%～94% 来自水
平输送的贡献，证明边界清除在调控西北冰洋颗粒活
性物质（如颗粒活性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的空间分
布及收支平衡上起着重要作用[31]。
4.2.4    海洋氮循环的同位素信号
硝酸盐作为海洋最大的结合态氮储库，其稳定同
位素组成（15N，18O）可揭示氮循环的关键信息。在东
海，水体硝酸盐同位素组成不仅可指示外海黑潮水的
入侵，也揭示了近岸水体水团混合、浮游植物吸收和
人类污染对硝酸盐储库的共同影响，东海水体硝酸盐
氮同位素组成与西北太平洋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异，可
能主要反映了固氮作用的变化[32]。
对南海水体悬浮颗粒物、浮游动物、沉降颗粒物
等主要颗粒态氮储库及硝酸盐氮同位素组成的研究
表明，跨储库间 δ15N 值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暗
示南海上层水体存在快速的氮循环 [31]。在热带与亚
热带北太平洋颗粒物 δ15N 和210Po 固/液分配的纬向分
布表明，可能存在大气 Fe 沉降–生物固氮作用–人类
来源 CO2 变化的关联机制，导致固氮作用存在由东向
西增强的西向强化现象[33]。
生物固氮作用是海洋新氮的重要来源之一，调控
着海洋的氮收支平衡。夏季在东海、南黄海基于15N2
同位素示踪法的研究表明，固氮速率最高值出现在东
海东南部的黑潮主轴以及表层中等盐度的海区，证实
东海黑潮水影响区具有明显较高的固氮速率，而河流
淡水影响区的固氮速率较低 [34]。无论是亚热带上升
流区还是近岸海湾，均可能发生活跃的固氮作用，表
明固氮作用发生的空间范围在过去的研究中被低估
了。亚热带上升流海区固氮作用的物理–生物耦合新
机制，以及近岸水体固氮作用的溶解有机物调控机
制，为理解“非典型”海区固氮作用提供了新视角。
反硝化作用是海洋无机氮迁出的重要途径之
一。水体潜在反硝化作用广泛存在于高溶解氧含量
的天然海水中，并且可能对全球海洋无机结合态氮的
迁出具有重要贡献，再悬浮沉积物可能为氧化性水体
中反硝化作用的发生提供了适宜的微环境，而生源颗
粒有机物有利于反硝化的进行。硝化作用是生物介
导的氮形态转化过程之一，在海洋氮循环中起着重要
作用。在南海，黑潮水入侵携带溶解有机营养物质可
能在很大程度上调控水体硝化作用。
4.2.5    海洋生态环境演变的同位素记录
稳定与放射性同位素已被广泛应用于反演海洋
生态环境百年尺度的演变历史。通过分析东海陆架
沉积物中有机碳、氮的同位素组成，结合元素组成等
地球化学参数，发现沉积物完整记录了公元 1855 年
发生的黄河口改道事件 [35]。在海湾，沉积物同位素
（137Cs、210Po）记录很好地重建近百年来沿岸人类活动
（制盐业、海水养殖、陆地垦殖、工业化等）的变化
历史[36]。
过去 30 多年来，我国海洋微/痕量元素及同位素
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揭示海洋生物地球化学
过程和生态环境演变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人们对海
洋人为影响与自然变化过程的深入探析以及新技术
的应用，海洋微 /痕量元素及同位素在科学发展进程
中将会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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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物过程作用下化学物质的迁移与
转化过程
生物作用过程是海洋化学元素迁移转化的主要
营力之一，我国对生物过程作用下化学物质迁移与转
化的研究始于河口近岸海域，近 30 年来，在南海与开
阔大洋以及极地海域的相关研究中取得了显著的
进展。
5.1    河口和近海海域生物过程作用下化学物质迁移
与转化
河流在向外海输送有机碳和营养盐等化学物质
过程中，除了咸淡水形成的胶体对活性硅等有显著吸
附作用，河口锋面附近的生物过程也会使营养盐的稀
释曲线往下方偏离。生物过程可以导致河口区营养
盐限制状况的改变。以高 N/P(100 左右) 比为特征的
珠江冲淡水向外海的运输过程中，受生物吸收的影
响，至外海水域 N/P 逐渐降低，达到小于 16，呈现明显
的 P 限制。近海海域的上升流影响区，生物过程对化
学元素的迁移转化与河口区不同。珠江口夏季沿岸
上升流区域的叶绿素最大层中浮游植物对无机营养
盐摄取率 N/P 值为 16.7，接近 Redfield 比，而在珠江河
口羽流区，这个比值高达 61.3±8.7，这可能是由于河口
区存在其他磷源 (如 DOP) 或者磷的极快循环机制以
满足浮游植物按照 Redfield 比吸收 [37]。生物过程影
响河口化学物质元素迁移的另外一个界面是沉积物
–水界面。营养盐通过生物吸收、生源颗粒物沉降到
海底，形成一个巨大的营养盐储库，对河口、海湾、陆
架海沉积物水界面营养盐通量的观测研究，发现有机
质含量和组成、溶解氧含量、微生物活动等因素均对
营养盐的交换通量有显著影响[38]。
随着富营养化的加剧，我国近海夏季多发赤潮和
缺氧事件，这改变了化学元素在生物作用下的迁移转
化过程和强度。过去 40 年长江输入的营养盐浓度大
幅度增加，硝酸盐浓度增加了 4～6 倍，这些增加的硝
酸盐主要来自农业高度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区域，磷酸
盐浓度也有 30% 以上的显著增加，营养盐的增加导
致浮游植物生物量有持续增加的趋势 [39]。由于营养
盐结构的改变，硅藻在浮游植物群落中的比重有下降
的趋势。富营养化加剧和藻华增加的另一个后果是，
夏季底层水体缺氧也呈现越来越严重的趋势。缺氧
过程实质上是化学元素在生物参与下的迁移转化过
程，大量有机质在短时间内再矿化消耗大量的 DO，从
而导致水体低氧甚至缺氧。长江口外近海进行的现
场有机质降解培养实验发现有机质在几天内即可出
现明显的降解，并伴随营养盐的再生、pH 的下降和
细菌、病毒的增加。基于航次调查获得的无机碳体
系和营养盐箱式模型端元计算表明，上层的高生产力
和底层缺氧、酸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夏季在长江口，
硅藻爆发引起的有机质沉降，对底层缺氧水体的形成
贡献了 70%～80% 的有机质[40]。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河口化学元素在生物作用下
的迁移转化过程开展了实时观测和研究 [41]。利用浮
标系统连续观测河口营养盐输入引起的藻华过程表
明，在几个由冲淡水注入引起的元素迁移转化过程
中，都伴随着营养盐的降低和藻类旺发。每次藻类暴
发由于优势藻种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营养盐摄取模
式。通过计算河口净群落生产力表明，河口生态系统
在藻华期间是自养的，而在风加强混合，将底层富营
养盐水体带到表层时是异养的，除了几个短暂的藻类
暴发时间，河口净群落生产力基本上是负的，表明该
海域是碳源。大风导致水体混合加深，从而导致表层
水体二氧化碳分压 (pCO2) 急剧增加，这个增幅高于
浮游植物光合作用消耗的 pCO2，再次证明了该海域
是碳源[42]。
5.2    南海及开阔大洋的生物泵过程与生源物质输出
转化
与河口近海相比，开阔海域生物过程对元素迁移
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海洋生物泵过程作用下元素向深
海的输出。目前常用234Th/238U 不平衡法和沉积物捕
获器研究生源要素的输出通量和迁移转化过程。
234Th/238U 不平衡法常用来估算真光层输出生产力，利
用此方法估算南海南部春季真光层 POC 的输出通量
平均约（16.6±17.5）g/(m2·a)（以 C 计），真光层强烈的
234Th 过剩可能是由于颗粒有机碳的再矿化。估算深
海元素输出通量的另一个方法是沉积物捕获器法，南
海沉积物捕获器收集到的沉降颗粒物中，生源物质
(有机质、生物硅和碳酸钙) 占了绝大部分，利用该法
估算的真光层 POC 的输出通量为（10～12）g/(m2·a)
（以 C 计）, 略低于234Th/238U 不平衡法。利用沉积物捕
获器开展的南沙珊瑚礁潟湖元素垂向迁移研究表明，
非生源要素的垂直迁移主要通过生物过程完成，其迁
移量占 80% 以上。
通过南海时间系列沉积物捕获器获取的长时间
序列的样品，开展了有机碳、碳酸钙、蛋白石、硅藻、
颗石藻通量等一系列生物化学参数的季节性变化规
律及其调控因子研究，发现冬季混合、上升流、中尺
度涡和沙尘事件是刺激硅藻等生源物质通量增高的
原因。在南海生物泵的调控机制中，中尺度涡可以使
季风引起的营养盐上下混合得到加强，从而增加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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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输出通量。
南海海盆营养盐耗尽层 DIN/DIP 比低于 4.4，
Si(OH)4/DIN 比为 139，远高于硅藻摄取率 1.0，均表现
为显著的氮限制；DIC/DIP 比为 2 256，远高于 Red-
field 比 106，造成额外的 DIC 通量，磷相对于无机碳
的亏损，限制了上层生物泵的运转，使得南海海盆成
为碳源[8]。
5.3    极地快速变化与生源元素的迁移转化
北极是全球变化响应最为敏感的地区之一。北
极海冰快速消退，对营养盐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生
物泵以及碳埋藏等过程产生了显著影响。北太平洋
通过白令海峡输入西北冰洋的营养盐是调控北冰洋
生态系统的最重要因素。北极快速变化导致白令海
峡营养盐的输入总体呈增加的趋势，同时也使得北冰
洋酸化面积增长了 6 倍，平均每年增加速率为 1.5%[43]。
近 20 年来，北极楚科奇海夏季生物量较以往有显著
增加，叶绿素跃层有下移趋势。夏季硅藻等藻类旺发
向沉积物迁出大量生源元素，使得上层水体营养盐亏
损严重，部分海域存在显著的氮限制和硅限制。生源
硅的沉降颗粒物质通量高峰出现在夏季融冰季节，而
在其他季节由于海冰的覆盖，沉降颗粒物质通量都较
低 [44]。北冰洋的营养盐和浮游植物结构受到洋流和
海冰的调控。波弗特环流增强和海冰消融驱动的淡
水容量的增加是营养盐储量降低和硅藻生物量减少
的主要原因。
南极是全球碳循环的重要汇区。相较于南大洋
开阔海域，陆架区和冰边缘区有更高的海洋初级生产
力，生物过程对该区域的物质迁移转化过程影响更为
显著。硅藻是南极普里兹湾夏季的优势种和沉降通
量的主要贡献者，相较于南极其他非硅藻种具有更高
的生物泵效率。沉降颗粒物中生源硅与有机碳的摩
尔比值较高，表明了在普里兹湾海域生源硅与有机碳
有机地球化学过程是非耦合的。普里兹湾沉积物中
有机质主要为海洋生源沉积，有机碳的平均埋藏效率
为 66%，表明普里兹湾是重要的碳汇区。沉积物柱状
样中硅藻蛋白石的 Zn/Si 比值，能够很好地反映近百
年来普里兹湾冰间湖生产力的变化[45]。
6　结语与展望
70 年来，特别是近 30 年来，我国的化学海洋学研
究在生源要素的海洋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微/痕量元
素和同位素的海洋化学以及生物过程作用下的物质
迁移转化等领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在揭示人为作用
下我国近海和深海大洋相互作用机制以及探明人为
影响和自然变化下的海洋生态环境变化机制方面有
许多独到的见解，其进步明显，影响深入，在促进和提
升我国海洋科学水平和地位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可以这样说，至目前我国的化学海洋学研究实现了与
国际水平的接轨，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研究领域、
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等均与世界先进水平国家无异，发
表的论著量巨大。
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国的化学海洋学研究存在
的问题也很明显，主要是：（1）其研究的水平总体处于
跟踪和跟跑状态，在重大创新上有明显不足；（2）始终
没有提出有重大科学意义的大型国际研究计划，无法
引领国际化学海洋学的发展；（3）研究的碎片化、认
识的局限性广泛存在，大部分研究的深度较浅，无法
产生原始性的创新发现和原创思想；（4）研究队伍青
年人数剧增，但研究大多沿原先攻读博士学位或博士
后研究的领域及思路开展，缺乏创新思维和探索的动
力，发表的论著缺乏明显创新。要彻底改变这些局
面，使我国化学海洋学研究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国
家，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我国的化学海洋学研
究任重而道远。
化学海洋学的发展表明，其发展有两大趋势，即：
（1）化学海洋学研究将更加深层次地与全球变化特别
是人为影响下的海洋学过程相结合，采用多学科、多
手段的综合研究，探明近海与大洋化学物质的迁移转
化规律，其明显的趋势是与海洋动力过程以及海洋生
物生产过程的结合最为明显。（2）化学海洋学研究在
体现指导海洋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的作用方面将更
为明显，化学海洋学的监测和分析将为探明海洋环境
化学物质在驱动和支撑海洋生态系统运转和海洋资
源利用程度、方式等方面提供科学基础。中国前
70 年的化学海洋学从起步、发展到接近国际舞台的
中央，相信今后不久的将来我国的化学海洋学研究将
居于国际舞台的中央  ，潮领于国际化学海洋学的
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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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progress on chemical oceanography in China over the past 7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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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70 years of chemical oceanography research, China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rapid development
in synchronization with the world's advanced level in this field. The remarkable characteristics of marine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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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in China are as follows: (1) the study of marine chemistry has shifted from the study of geochemical distribu-
tion systems of  elements  to  the study focused on revealing the deep-seated marine biogeochemical  processes;  (2)
the study of chemical oceanography has achieved to become a comprehensive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multi-
fields and multi-viewpoints; (3)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study of the changes of marine ecological envir-
onm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both human activities and natural changes, and for offshore and coastal zones, more
importance has been attached to analyzing the change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gration of land and
sea. In this paper, w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the important progresses and developments status of marine chem-
istry research in China in the past 30 years, mainl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marine biogeochemical processes of
biogenic elements, the marine chemistry of trace elements and isotopes and the chemical oceanographic processes
under the effect of biological processes. We hope this can provide references and illuminations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chemical oceanography.
Key words: marine biogeochemical processes；biogenic elements；trace elements and isotopes；biological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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